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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相“涨”：高校学生成绩和

评教分数双重膨胀研究

哈　巍　赵　颖

提要：在经历了“重科研轻教学”的发展阶段后，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开始

关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在回归大学“立德树人”之根本的同时，也

要警惕简单机械地使用学生评教这一工具的弊端。本文使用国内某大学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学年度的课程成绩和评教分数数据，利用该大学在２０１５年春季
学期对课程成绩优秀率放松控制这一自然实验，探究学生成绩与评教分数之

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优秀率的放松带来了课程成绩和评教分数的双重

膨胀，而且对于实验组中那些确实发生了分数膨胀的课程，学生在评教分数

上给予了更加慷慨的回馈，课程分数每提高１分，学生评教分数显著提高２
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生和老师之间围绕学生评教分数和课程分数产

生了合作或者说“共谋”。

关键词：学生评教　分数膨胀　场域理论　委托代理模型　工具变量法

一、问题的提出

教与学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深刻的共生关系。

《礼记·学记》有云：“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

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句话意指在教与

学的互动中，教师和学生共识、共享、共进，共同发展和提高。然而，随

着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以追求效率、强化管理为目标的“科层制”行

政机构逐渐在崇尚自由的大学里落地生根，数量化、可操作化的考核评

分制度作为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实践策略，追求让每个学校、学生和老

师的能力都具有“计算性”和“审计性”（李松林，２００７）。教学作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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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组织管理的关键环节，为了对其进行监督和考评，相应的可量化的评

价制度应运而生，即学生评教制度。作为“学”的主体，学生参与了大

部分的教学过程，是教学效果的主要接收者，让其来评价教师的教学具

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学生评教似乎是一个立意甚佳的评价方式。这一

制度因其便捷有效且能让学生最广泛地参与其中，已成为最普遍使用

的教学评价制度（Ｍｕｒｒａｙ，２００５）。
应当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两个重大的发展趋势深刻地改

变了教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和角色。一个是二战后高等教育的

大众化和普及化（Ｃｕｍｍｉｎｇｓ＆Ｓａｎｔｎｅｒ，２０１５）。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对教
学产生了冲击，因为一方面新入学的学生质量下降，教学的成本上升

（Ｔｒｏｗ，２００７），另一方面教学资源并没有随规模的扩大而同步增加，因
此造成了大班额等教学质量问题（Ｈｏｒｎｓｂｙ＆Ｏｓｍａｎ，２０１４）。另一个变
化是科研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现的国
家创新体系理论突出了科研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大学被更

多地赋予研究职能、创新职能和科技孵化职能（李兰、哈巍，２０１７）。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世界一流大学概念的提出及其实践，以及后来世界一流大
学排行榜的推出，极大地强化了科研对于大学自身的重要性（Ｓｈｉｎ＆
Ｋｅｈｍ，２０１３）。世界三大大学排行榜中科研相关的权重都超过了
５０％。在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中，“重科研轻教学”已成为公认的事
实。而作为个体的教师，也因为科研更能体现其学术贡献和个人成就，

更倾向于把科研放在首要位置（刘振天，２０１７；Ｓｈｉｎ，２０１５）。这些变化
都在影响着教与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着人才培养质量。

有鉴于此，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重新关

注人才培养质量（宋伟新，２０１６；Ｒｙａｎ，２０１５）。欧洲教学质量框架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ＥＱＦ）为欧洲各国提供了一个教学
质量保障的基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银行合作共同推出了“全

球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建设行动计划”（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ＧＩＱＡＣ）（方乐，２０１７）。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的“高等教育学习成效评估”项目（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ＨＥＬＯ）更是开发了测试工具，从“通用
能力”（ｇｅｎｅｒｉｃｓｋｉｌｌｓ）和“学科专业能力”（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ｋｉｌｌｓ）两个
维度来测量高校学生学习成果。但是这些努力在如何定义学习成效上

还没有达成共识，在开发能够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测量工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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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处于尝试阶段，而且这些努力过分强调了学生的重要性，未能从整

体上营造出一个有利于提高学习成效的针对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

管理者和领导等）的有机体系（Ｊａｃｏｂ＆Ｇｏｋｂｅｌ，２０１８）。因此，虽然对
教学质量的评价手段很多，包括学生评教、领导评价、教师自评、同行评

价等，但学生评教（Ｓｔｕｄｅｎ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ＥＴ）因其便捷有效、
学生参与度高而被广泛使用（Ｍｕｒｒａｙ，２００５；Ｍｉｌｌｅｒ＆Ｓｅｌｄｉｎ，２０１４）。已
有研究证实，学生评教制度的引入能够测量教师的教学有效性

（Ｍｕｒｒａｙ，２００５），有助于提高教师教学投入（Ｓｔｒａｔｔｏ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４），增加
学生对教师和课程的满意度。但也有学者认为，学生评教属于价值判

断，所有参与者的评价都受到本身学识、经验、偏好等影响（Ｈｏ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因此，学生评教也可能同时产生一些负面的结果，如一部分学
者认为，学生评教最主要的功能是测量学生的满意度，而学生的判断能

力存在局限，很难对教师教学进行评价（Ｕｔｔｌｅｔａｌ．，２０１７）。此外，过度
使用学生评教是造成分数膨胀现象（学生的学业成就并没有获得增长

而学生成绩提高）的主要推手之一（Ｋａｎａｇａｒｅｔｎ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Ｅｈｌｅｒｓ＆
Ｓｃｈｗａｇｅｒ，２０１６）。如下一节所示，教师和学生有可能发生“共谋”，即教
师给学生打高分，以换取学生在评教中的好评价，从而使教与学的关系

异化成“教学相‘涨’”的尴尬局面。

“教学相‘涨’”的矛盾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也客观存在。我国

高等教育自１９９９年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１９９１年的３５％迅速增长至２０１６年的４２７％，已经接近高等教育普及
化阶段。① 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教育资源短缺、师资力量缺乏、学生

质量下降、管理制度落后等问题（谢安邦等，２００５；王洪明、佟曾，
２００７）。与此同时，“重科研轻教学”之风也影响到了我国高校。１９９５
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１９９８年
５月４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１００周年大会上
代表党和政府向全世界宣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科研的重要性进一步

上升，而教学工作的相对地位开始下降（李斐，２０１５；于佳鑫，２０１７）。
如今，这一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高校管理者和学者们开始

呼吁大学应该回归人才培养的职能，提高高校教学质量（黄达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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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ｓｊｚｌ／ｓ５９９０／２０１７１１／
ｔ２０１７１１１０＿３１８８６２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
我国高校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就引入了学生评教制度（刘妙龄，

２００５）。１９９０年原国家教委正式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１４号），学生评教活动步
入正规化发展。如今，在我国高校的管理之中学生评教已经成为一项

制度化的活动。然而，作为一项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制度，学生评教在

运行过程中却一直备受质疑。教师认为学生评教结果成了行政考核的

工具，偏离了保障教学质量的根本目的（周继良等，２０１７），且学生受到
学识、视野的限制，不具备全面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能力（朱富强，

２０１６）。学生担心给老师差评会遭到报复，认为评教制度仅仅是个形
式，并不值得认真评价（李亚娟，２０１６）。

时至今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在经过了早期重点支持吸引人才、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学科建设后进入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深水区。高校

在人事改革中普遍实施“因科研而聘、因科研而升”的管理办法（张端

鸿，２０１６），但是在设置教师晋升标准时也开始加入教学量和教学成果
的硬性要求，如规定学生评教低于一定排名的教师当年职称晋升暂停

申请，甚至失去授课资格等（赖勇强等，２０１７；曹辉、钮菁菁，２０１７）。这
使得高校教师对学生评教分数日益看重，甚至出现了“讨好”学生的倾

向，具体表现为顺应学生喜好进行教学、降低课程难度、放宽对学生的

要求以及给学生更高的成绩等等。这一制度的引入加上人事制度的改

革，让教与学二者的关系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如果教师放松给分

就能换来更高的评教分数，那么不仅说明学生评教制度在有效性方面

存在缺陷，而且更值得担忧的是，在这项制度下，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可

能会发生异化，形成所谓的“合作”和“共谋”。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教育场域的自主性在于运行其中的“通

货”或媒介是文化资本，因此主导该场域的权力形式应该主要为学术

权力（或文化权力）。然而吊诡的是，本应发挥核心作用的文化资本却

常常受制于社会资本（权力）或经济资本（金钱），造成教育场域的异

化。本文所关注的学生评教制度亦可看作逐渐成为重要行动主体的学

校（行政管理者）在教学及整个教育场域之中所展开的一系列微观权

力实践的体现。本文将以学生评教制度为着力点，一方面从理论上建

构教育场域下利益主体间的委托代理模型，另一方面使用某研究型大

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学年度的课程分数及教学评估数据，利用该大学一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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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政策变化来分析学生成绩与评教分数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期为该

领域的实证研究做出有益的补充。

二、教育场域下的教与学关系：“委托—代理—客户”①模型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学者们开始关注学生评教制度的引入对师生
关系的影响，并开始使用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Ｃｏｒｒｅａ，１９８７）。研究
者大多聚焦在师生之间的博弈上，如卡纳哥特那姆（Ｋａｎａｇａｅｔｎａｍ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通过构建教师和学生的效用函数，②发现适度使用学生评教
可同时提高老师教学投入和学生学习投入与收获，但过度使用学生评

教会造成教师过分重视评教得分，从而放松课程要求和给分标准，导致

分数膨胀。朗本（Ｌａｎｇｂｅｉｎ，２００８）注意到教与学的关系实际关乎学校、
教师、学生三个利益相关者，学校是委托人，教师是代理人，学生是“客

户”，由于委托人学校对代理人教师的教学行为和效果无法直接观测，

委托人（学校）便引进了一个评估机制即学生评教制度，让客户（学生）

来评价代理人（教师）的表现。

本文尝试将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朗本的三者委托代理模型相结

合，来考察教育场域中高校、教师和学生三个利益主体围绕教与学展开

的互动与博弈（如图１所示）。文化资本作为教育场域的“通货”，既是
利益主体进行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又是他们彼此之间展开微观权力

实践的载体（吴越、李惠娜，２０１６；何晓芳，２０１２）。因此，教师和学生的
教学互动、教师的科研活动以及学校的管理服务活动，都是为了获取不

同层次或程度的文化资本而采取的策略和实践。

（一）委托人：学校
对于高校而言，其关注的文化资本体现为大学声望或者说大学的

排名，因为这与优质生源和师资、社会捐赠以及政府的资源配置息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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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委托—代理”理论虽然一般被认为起源于经济学，但实际上也可以追溯到社会学的交

易理论，一些社会学家指出这种理论有潜力也应该更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１９８９；Ｓｈａｐｉｒｏ，２００５）。
所谓“效用函数”，是表示消费者在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与所消费的商品组合之间的数

量关系的函数。



图１　教育场域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关（谢小燕等，２０１４）。教学和科研是高校的重要职能，也是其声望形
成的手段。相较于教学成果，科研成果（Ｒ）更容易评价，能更快更好地
提升学校的文化资本（袁祖望，２００２；Ｌａｎｇｂｅｉｎ，２００８），因此高校、教师
和学生三者的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而教师的教学努

力与教学效果无法直接而精确地被监督和评判，或者说这样做的成本

太高，因此出现了委托代理问题。教学质量虽然不会在短期内影响学

校的经费收入，但从长期来看，人才培养的质量最终将影响大学的声

望，因此近年来大学对教学给予了适当关注，希望教师能够在教学数量

和质量两个方面保证一定的投入，并通过学生评教（Ｔ）来体现。对于
学校来说，学生成绩（ｇ）的提高能够提高学生升学的质量或数量，以及
提升就业率。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为：

Ｐ＝ｆ（ｇ，Ｔ，Ｒ）

（二）代理人：教师
教师在整个教育场域中处于中间人的位置。教师既是文化资本的

保有者，承担着知识传承的任务（教学）；又是文化资本的获取者，承担

着知识创新的任务（科研）。教师关注的是自己的职称晋升和工资。

假定教师的总努力水平（Ｃ）是恒定的，则教师花在教学上的努力和花
在科研上的努力存在竞争关系。对教师来说，需要衡量教学产出（用

学生评教分数Ｔ来衡量）和科研产出（Ｒ）的重要性，做出一个努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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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投入和其他外生变量一起决定了教师

的学生评教得分（Ｔ）。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共同决定了其职称晋升
的机会。教师的效用函数为：

Ｆ＝ｆ（Ｔ，Ｒ，Ｃ）

（三）客户：学生
学生选择接受教育，一方面是为了获得知识、提高能力，另一方面

是为了给就业市场（或研究生院）一个高能力的信号，从而把自己和低

能力的学生区分开，获得更高的薪酬（或升学机会），这个信号就是成

绩。成绩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学生在学校里获得的文化资本，进而形

成学生自身人力资本的信号。同时，学生作为被服务对象，一方面给出

了对教学过程和自己的学习体验满意度的短期评价（体现为评教分数

Ｔ），另一方面也会对在学校的整个学习体验有长期的评价（校友忠诚
度）。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付出了时间和金钱等成本（Ｅ）。因此，学生
的效用函数为：

Ｓ＝ｆ（ｇ，Ｔ，Ｅ）

（四）学生评教导致分数膨胀的内在机制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在教育场域中，三者存在利益一致性，都看重

学生评教分数，这是他们各司其职、相互合作的基础。学生评教制度犹

如知识传递效果的标尺，在实际使用中替代知识，成为实际意义上的

“通货”，将三个利益主体联系在一起。但如果老师给学生的课程成绩

会影响到学生给老师的评教分数，那评教分数 Ｔ则变为 Ｔ（ｇ），即学生
成绩的函数，从而使学生成绩和评教分数同时成为三个利益相关者都

看重的变量。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教师有动机采取降低课程要求、给学

生打高分的策略来换取更高的学生评教；学生也乐见这种能以更少的

努力获取更高分数的形式，对那些给分“厚道”的教师给予更高的教学

评价作为回馈；高校作为委托人看到的是课程分数和学生评教分数同

时上涨，进而在职称晋升上奖励那些评教分数高的教师。这样一来，通

过分数的膨胀，学生获得了更好的成绩，教师获得了更高的工资或晋升

机会，学校获得了更高的升学率或就业率，但教育质量却发生了下滑。

已有实证研究普遍发现学生的课程成绩和他们给教师的评教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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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Ｇｏｒｒｙ，２０１７），但是可能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这种正相关，比如
说在教学上投入大量精力的老师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而获得了

学生的好评。因此需要一个学生课程成绩的外生变化来考察学生在教

学评价上会如何反应。现有文献中使用比较严格的因果推断方法的有

两篇。布彻（Ｂｕｔ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来评价美国卫斯理
学院的课程成绩上限政策对分数膨胀和学生评教分数的影响，发现在

受上限政策影响的院系中老师给 Ａ的比例下降了１８个百分点，同时
这些院系选修课程的学生数量也下降了１８％，学生强烈推荐其他学生
选修课程的比例下降了 ５％。戈里（Ｇｏｒｒｙ，２０１７）模仿上文的实证设
计，利用美国一所州立大学商学院的数据来分析课程分数上限政策对

于分数膨胀和学生评教的影响，并且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进一步考察学

生评教和课程分数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老师所给的课程分数的下降

引起了学生评教分数的下降。国内鲜有研究考察课程分数和学生评教

分数之间的关系，使用严谨的因果推断方法的研究则更为少见。

三、背景和数据

本文使用国内公立研究型大学Ａ大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学年度共１２个
学期①的本科生课程平均成绩和学生评教数据，其所属学科涵盖理科、

工科、人文、社科、医学等５个大类。因体育课和实验课与理论课的教
学过程有别，这里去掉全部体育课程和实验课程，只保留理论课程。

Ａ大学自２００７年以来长期实行课程分数的优秀率控制（大于等于
８５分为优秀，优秀率即为一门课程中大于等于８５分的学生人数比例，
取值区间为０％ －１００％），优秀率超过４０％的课程需要任课教师递交
正式申请详细说明突破原因，并由院系和教务部审批通过后才可录入

课程成绩，且对全部课程适用。虽然在这种控制下有些课程仍然会突

破４０％的优秀率，但整体的优秀率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从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第二学期（即第１０学期）开始，Ａ大学在实际操作中放松了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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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大学每个学年度共有秋季、春季、夏季三个学期，因夏季学期开设课程明显少于春、秋
二季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夏季学期课程不参与学生评教，因此本文的分析中只保留春、

秋二季学期的课程。



秀率的控制，任课教师可以自行设定优秀率，这可能导致更多的课程突

破４０％的优秀率。由图２ａ可以看出，在优秀率控制放松之前的第１－
９学期，全部课程优秀率整体呈缓慢上升的态势，在第１０学期放开优
秀率控制后，全部课程优秀率陡然上升到４７９％，比上一学期上升了
３２个百分点。伴随着优秀率的变化，课程分数也在相应变化。在第
１－９学期，全校课程平均分的变化较为平稳，总共增长了０５分。而
第１０学期放开优秀率控制后，仅仅一个学期全校课程平均分就增长了
０５分，并保持着继续增长的趋势。

Ａ大学采用学生网上评教的方式，在考试周开始前的两周内进行，
在考试周开始时结束，由于此时教师尚未对学生进行最后的考核，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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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优秀率和学生评教分数的变化趋势

在评教时学生不知道自己最终的课程成绩。学生自愿对课程和教师进

行评价，并且该评价完全匿名，教师不会知道具体某位学生的打分。在

本文的数据中，虽然在评教时学生并不知道自己最后的课程成绩，但实

际上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向学生释放了给分高低的信号，学生形成了对

课程给分的预期。首先，有些课程由平时分、出勤分、期中测验、期末

考试构成，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一部分分数；有些课

程没有平时分，但教师会在上课的过程中明确考核要求，这也使学生

对自己的成绩有一个基本预期；有些学生会打听某门课程以往的给

分情况，形成了学生对最终成绩的预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对

某些学生产生某种主观态度并使学生感知到，学生可借此对自己的

成绩形成预期。因此，学生评教的分数可以通过预期分数与教师的

给分形成关联。很多实证研究都发现，无论是预期分数还是实际分

数都会对学生评教产生影响（Ｋｒａｕｔｍａｎｎ＆Ｓａｎｄｅｒ，１９９９；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朗本（Ｌａｎｇｂｅｉｎ，２００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预期分数比实际
分数对评教分数的影响更大。由图２ｃ可以看出，在第１－９学期，参
评课程的学生评教分数呈上升趋势，在政策改变后，上升趋势更为明

显，全校平均学生评教分数由第１学期的 ８７０上升到第 １２学期的
８８８。

当然这种课程分数和评教分数的总体上涨未必能说明放松优秀率

限制必然导致课程分数和评教分数的膨胀。可能的解释是在这期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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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质量或者学生在学习的投入上都发生了显著的提高；另外老师也

可能在此期间在教学上更努力，因此学生的学习效果更好，学生对于课

堂体验也更加满意。为了对政策效果进行因果推断，本文将所用数据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使用教师和课程两个变量联合定位个体（即同

一位老师讲授的同一门课程），数据被处理为非平衡面板数据。计算

在政策改变前每个个体的平均优秀率，若该平均优秀率低于或等于

４０％，则该个体纳入实验组，否则放进对照组。若某个体只在政策变化
前或政策变化后出现，而不是在政策变化前后同时出现，则该个体实际

不参与计算，但因这些个体影响描述统计，所以此处去掉不同时在政策

变化前后出现的个体。从图２中可以看出，这两类课程在优秀率、平均
分和学生评教分数上的差异都在缩小，那些受优秀率控制放松影响的

课程（实验组）在迅速追赶对照组。全部课程描述统计见表１。在政策
前后，实验组的优秀率和平均分皆有所上升，而对照组的优秀率和平均

分整体保持稳定；实验组的上课人数一直高于对照组，两组在春、秋二

季学期的分布大致相当。从开课教师的职称来看，对照组教授开课的

比例略高于实验组。① 实验组全校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通选课的比

例较高，专业选修课的比例低于对照组。

　表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课程描述统计
实验组 对照组

政策前

（ｎ＝４９４２）
政策后

（ｎ＝１４８９）
政策前

（ｎ＝４２０５）
政策后

（ｎ＝１２８５）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优秀率（％） ３５００ ８００ ４１００ １４００ ５７００ ２１００ ５７００ ２１００

课程平均分 ８０９１ ３４３ ８１４９ ４２０ ８４４６ ３９２ ８４４９ ４７４

学生评教分数 ８６６６ ６０１ ８７７３ ５９７ ８９２１ ６２２ ８９７３ ６６４

评估率（％） ６６ １４ ６９ １５ ６７ １５ ６８ １７

上课人数 ７８ ６８ ６８ ６５ ４６ ５８ ４１ ５４

秋季学期（％） ５７ ５０ ３４ ４７ ５６ ５０ ３４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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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加严格，若授课量不够将不能职称晋升。因此，政策后非教授的开课量增加了。



续表１
实验组 对照组

政策前

（ｎ＝４９４２）
政策后

（ｎ＝１４８９）
政策前

（ｎ＝４２０５）
政策后

（ｎ＝１２８５）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教师职称（％）

　教授 ５０ ５０ ４７ ５０ ５１ ５０ ４８ ５０

课程类别（％）

　全校必修 １０ ３０ １０ ２９ ２ １５ ４ １９

　专业必修 ４４ ５０ ４４ ５０ ４４ ５０ ４０ ４９

　专业选修 ３１ ４６ ３２ ４７ ４２ ４９ ４４ ５０

　通选课 １５ ３６ １４ ３５ １１ ３２ １２ ３２

　　注：（１）优秀率是百分数，课程平均分和学生评教分数均为百分制。（２）ｎ为课程门数。

四、方法和模型

本文借鉴了戈里（Ｇｏｒｒｙ，２０１７）分析学生成绩和评教分数时所用的
方法，利用优秀率控制政策的变化，将全部课程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对于在政策改变前优秀率已经突破４０％的课程，优秀率控制的放松对
这类课程并没有太多影响，因此，受政策变化影响较大的是在政策改变

前严格遵守优秀率限制的课程。通过建立实验组和对照组，本文利用

双重差分法来排除其他因素，评估该政策的变化对课程分数和学生评

教分数的影响。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探讨学生评教分数是否受课程分

数的影响。这涉及对学生评教有效性的评估，即考察在现有学生评教

制度下，教师和学生是否会发生共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使用工

具变量法来评估课程分数对于学生评教分数的影响。

（一）双重差分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Ｍｏｄｅｌ）
双重差分法假设在没有外生变量干扰的情况下，实验组和对照组

课程的学生成绩和评教分数有着相同的发展趋势，政策变化后，实验组

的趋势受政策的影响发生了变化，而对照组仍然延续之前的变化趋势。

通过 对 比 实 验 组 和 对 照 组，可 以 构 造 出 实 验 组 的 反 事 实

（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得到真实的处理效应。由图２可知，本文的实验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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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在政策改变前课程分数和学生评教分数的变化趋势都大致相

同，满足双重差分法的基本假设。①

建立双重差分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Ｙｉｊ＝β０＋β２Ｔｒｅａｔｅｄｉ＋β２Ｐｏ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ｊ＋β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ｊ
＋β４Ｘｉｊ＋γｉ＋θｊ＋ｅｉｊ

（１）

其中，Ｙｉｊ代表某个体ｉ（教师和课程联合变量）ｊ学期的课程平均分或学
生评教分数。Ｔｒｅａｔｅｄｉ是虚拟变量，该个体属于实验组时取值为１，该
个体属于对照组时取值为０。Ｐｏ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ｊ是虚拟变量，当它等于１时表
示政策改变后，等于０时表示政策改变前。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Ｐｏ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ｊ是交互
项，其系数即为本文关注的处理效应。Ｘｉｊ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上
课人数、上课人数的平方。γｉ代表教师和课程联合变量的固定效应，
它控制的是不随时间变化的课程难易程度或者老师给分的严格程度

（当结果变量为学生的课程分数时），或者教师是否是个以学生为中心

的老师等（当结果变量为学生评教分数时）。θｊ是学期固定效应，控制
的是不随个体（老师和课程）而变化的总体时间趋势，如该学校不同年

级学生群体在学业能力上的差异，该校整个教师或者学生群体对于教

学或者学习的重视程度的总体变化趋势等。当这两个固定效应同时使

用时，Ｔｒｅａｔｅｄ和Ｐｏｓｔｐｏｌｉｃｙ这两个变量将被吸收掉，因此没有必要再展
示其系数。ｅｉｊ是随机误差项。

（二）工具变量（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如前所述，学生的课程成绩和他们给教师的评教分数正相关并不

能说明学生和老师之间围绕教与学出现了共谋，另一种可能是在教学

上投入大量精力的老师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而获得了学生的好

评。因此本文使用优秀率控制政策变化这个外生政策冲击作为课程分

数的工具变量。该政策放松了教师给分的限制，直接影响学生分数，但

对被解释变量评教分数的影响应该只是以学生的课程分数或者说在课

堂与老师互动后形成的期望分数为中介，因此可作为合适的工具变量。

研究对象为实验组课程。

工具变量法第一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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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在做ＤＩＤ之前已经做过“平行趋势检验”，受篇幅限制，没有体现在正文中。



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ａｄｅｉｊ＝α０＋α１Ｐｏ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ｊ＋α２Ｘｉｊ
＋γｉ＋ｅｉｊ

（２）

其中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ａｄｅｉｊ为某个体 ｉ（教师和课程联合变量）ｊ学期的课程分
数，Ｐｏｓｔｐｏｌｉｃｙｊ为工具变量。Ｘｉｊ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上课人数、上
课人数的平方和是否秋季学期。这里学期固定效应不再加入，因为这

会吸收掉优秀率放松这一政策的影响。γｉ仍为个体固定效应。
工具变量法第二步如下：

Ｙｉｊ＝β０＋β１ＡｖｅｒａｇｅＧｒａｄｅｉｊ＋β２Ｘｉｊ＋γｉ＋ｅｉｊ （３）

其中Ｙｉｊ代表某个体 ｉ（教师和课程联合变量）ｊ学期的学生评教分数。
通过该外生政策变化形成的分数变化，考察学生评教分数是否会对分

数变化产生呼应。

五、结果和分析

（一）政策变化对课程平均分的影响
表２是双重差分法的计算结果［公式（１）］，反映了优秀率政策的

变化对课程分数的影响。总体而言，政策的放松使得实验组课程的分

数相对于对照组课程平均提高了 １０分（这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提
升，相当于从第１到第９学期全校课程平均分增长幅度的２倍，相当于
对照组改革前课程分数的标准差的１／４）；上课人数每增加１人，课程
平均分约降低００２分。① 各类职称教师的给分都受到了政策的影响，
教授比政策前打分提高了 １２分，非教授比政策前打分提高了 ０８
分。② 分课程类别来看，全校必修课和通选课都没有明显受到政策变

化的影响，而专业课程受到的影响比较显著。相对于专业必修课，专业

选修课面临吸引学生前来选课的压力，在政策放松后分数的提高幅度

最大，高达１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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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处虽有上课人数的二次项，但因系数很小，仍可认为上课人数每增加１人，评教分数约
降低００２分。
此处将教授和非教授两个样本在政策前后给分提高的幅度进行了比较，并无显著差异。

篇幅所限，比较过程未写入正文。



　表２ 　　优秀率变化对课程分数的影响

变量
全校课程

总体 教授 非教授

处理效应
１０２６　
（０１６０）　　

１２０７　
（０２４６）　　

０８４７　
（０２１４）　　

上课人数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０２７６）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０４１０）　

－００２１５　　
（０００３８５）　

上课人数的平方
　４１３ｅ－０５

（６９３ｅ－０６）
　２９１ｅ－０５

（９５０ｅ－０６）
　５０３ｅ－０５

（１０３ｅ－０５）

常数项
８３３９　　
（０１８１）　　

８２７１　　
（０３１１）　　

８３８９　　
（０２２２）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学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８００ ５８３０ ５８５０

Ｒ２ ０７０８　 ０６９９　 　 ０７２２　　

变量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全校必修 通选课

处理效应
０６７３　　
（０２３０）　　

１６１１　　
（０３１１）　　

０６１７　　
（０５０４）　　

０３９６　　
（０４１３）　　

上课人数
－０００９７４　
（０００６３８）

－００４４８　
（０００８３１）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０９４１）

　－００１２６　
（０００４９８）

上课人数的平方
２９５ｅ－０５
（２２１ｅ－０５）

０００１３５

（５５７ｅ－０５）
２８５ｅ－０５
（３０３ｅ－０５）

　２３８ｅ－０５

（８９１ｅ－０６）

常数项
８２３５　　
（０３３９）　　

８４３７　　
（０３６８）　　

８２１９　　
（０５９１）　　

８４７８　　
（０４１６）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学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１５３ ４３１７ ７８２ １５４８

Ｒ２ ０７５６　　 ０６７２　　 ０７１１　　 ０６５２　　

　　注：（１）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２）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二）政策变化对学生评教分数的影响
表３是双重差分法的计算结果［公式（１）］，反映了优秀率政策的

变化对评教分数的影响。总体而言，政策变化后，实验组的评教分数相

对于对照组平均提高了０５分，相当于改革前对照组的１／１２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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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上课人数每增加１人，评教分数约降低００３分。① 教授获得的评
教分数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而非教授的评教分数则显著上升了０８４
分。结合上一节教授和非教授都显著放松了分数，这可能反映的是教

授并没有很好地把要放松分数这个信息传递给学生，进而影响了学生

期望成绩的形成。分课程类别来看，专业必修课、全校必修课和通选课

都没有明显受到政策变化的影响，只有专业选修课的评教分数提高了

０９分。与上一节表２的结果对照来看，专业选修课的分数提高是最
显著的，因此学生评教的正向反馈也最为强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相

对于专业必修课，在专业选修课上教师面临着吸引学生选课的压力，因

而可能更愿意将降低课程要求和给分尺度的信号发送出来，从而影响

学生的成绩预期。

　表３ 　　优秀率变化对评教分数的影响

变量
全校课程

总体 教授 非教授

处理效应
０５１８　
（０２４８）　

０３７５　
（０３５２）　

０８３９　
（０３６３）　

上课人数
－００２８８　
（０００３８９）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０５６７）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０５５７）

上课人数的平方
　　５８５ｅ－０５

　（９８８ｅ－０６）
　　５４８ｅ－０５

　（１３４ｅ－０５）
　　５９７ｅ－０５

　（１５１ｅ－０５）

常数项
０５１８　
（０２４８）　

０３７５　
（０３５２）　

０８３９　
（０３６３）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学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１１８３７ ５８５７ ５８５７

Ｒ２ ０６６７　 ０６６７　 ０６８０　

变量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全校必修 通选课

处理效应
０４４６　
（０３８２）　

０８９２　
（０４６５）　

００２１７　
（０６２３）　

－０３７３　
（０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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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虽有上课人数的二次项，但因系数很小，仍可认为上课人数每增加１人，评教分数约
降低００３分。



续表３

变量
课程类别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全校必修 通选课

上课人数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８２８）

－００６５８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２００　
（０００７２８）

上课人数的平方
　１２０ｅ－０５
　（２７３ｅ－０５）

　００００１８２

　（６８８ｅ－０５）
　５６８ｅ－０５
　（５１１ｅ－０５）

　　３３８ｅ－０５

　（１３０ｅ－０５）

常数项
８８１８　
（０４９６）　

８８９４　
（０５０９）　

８５２１　
（１０８９）　

８８４１　
（０５９９）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学期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１６１ ４３３９ ７８３ １５５４

Ｒ２ ０７２０　 ０６１０　 ０７７１　 ０６４２　

　　注：（１）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２）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三）分数对学生评教的影响
本文将优秀率控制政策放松作为工具变量，用以评估学生成绩对

于评教分数的影响。表４呈现了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计算
结果［公式（２）、（３）］。课程平均成绩提高１分，学生评教分数显著提
高２分，相当于对照组改革前的１／３个标准差。这意味着相对于教师
给分的提高，学生的回馈更加慷慨。分课程类别来看，课程平均成绩对

于专业选修课程的评教分数影响比专业必修课来得大，专业选修课的

给分提高１分，学生评教分数能够提高２６分，但是这种差异并不显
著。分教师类型来看，学生对于非教授的成绩放松更加敏感，几乎是教

授的２倍，而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ＷａｌｄＦ和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Ｆ两个第一阶段

统计量用于检验本文所采用的工具变量是否为弱工具变量。根据经

验，本文认为两个统计量的数值大于１０，可视为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
验。对于表４中的前四列，该工具变量都通过了弱工具变量的检验。
而对于专业选修而言，虽然只在边缘上通过了弱工具变量的检验，但

使用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Ｗａｌｄ统计量时所有样本都通过了弱工具变量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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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学生成绩对评教分数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总体 教授 非教授 专业必修 专业选修

平均分
２００８　
（０４０４）　

１３３０　
（０５２２）　

２５８８　
（０６３８）　

２０８２　
（０７７３）　

　　 ２５９５　　
（０９８３）　

上课人数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８１１）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８１９）

０００２１９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１９１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６６３
（００３１６）

上课人数的平方
２２７ｅ－０５
（１９６ｅ－０５）

２５１ｅ－０５
（１７９ｅ－０５）

９０１ｅ－０７
（５１１ｅ－０５）

１１８ｅ－０６
（５８３ｅ－０５）

４７３ｅ－０５
（７９２ｅ－０５）

是否秋季学期
－０２１６　　
（０４１９）　

－００３８３　　
（０４７７）　

－０２９４　　
（０７２６）　

－１２８０　　
（１８１２）　

－０１６３　　
（１１８０）　

一 阶 段 Ｃｒａｇｇ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３７２３　　 １７０６　　 １９７２　　 １０５８　　 ９０９　

一阶段 Ｋｌｅｉｂｅｒ
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
Ｆ统计量

３７８４　　 １６３０　　 ２０８５　　 １１３６　　 ８４８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ｕｂｉｎ
ｐ值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 ０

观测值 ５７８８ ２８１４ ２８８０ ２５１５ １７６８

　　注：（１）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２）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六、总结和讨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高等教育场域内部的分层不断加剧，学校卷入

大学排名的漩涡，教师需要应对更加严格的职称晋升制度，学生要面临

愈加严峻的就业形势。高等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扩张的同时，也面临

着新公共管理主义影响下的日益严苛的绩效考评的压力。在高等教育

场域内部，高校、教师和学生三者在这种日益激烈的竞争和量化考评标

准下都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实践来获取自身的文化资本。高校关注的

文化资本体现为大学声望或者说大学的排名，教师关注的是自己的职

称晋升，学生要获得的是更有竞争力的文凭和更高的成绩。科研和教

学是高校展开的主要活动，也是上述这些文化资本赖以形成的基础。

在科研方面，由于科研成果比较容易客观测量和评价，因此高校、教师

和学生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教学方面，由于高校对教师的教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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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效果无法直接观测，高校和教师之间的利益并不一致，出现了委托

代理问题。因此高校作为委托人引进了一个评估机制即学生评教制

度，让学生（客户）来评价教师（代理人）在教学上的表现。如果学生评

教能够如实反映教师的教学投入和效果，那么这个委托代理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但是如果学生评教与老师给学生分数之间存在着正向回馈

的机制，那么教师则有动机采取降低课程要求、给学生打高分的策略来

换取更高的学生评教；学生也乐见这种以更低的努力获取更高分数的

形式，对那些给分“厚道”的教师报之以更高的教学评价。对于学生课

程分数和学生评教分数的双重膨胀，学校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动

力去打破这种默契，因为学校在这个过程中也得益于学生满意度的提

高和学生更好的就业和升学前景。美国比较前沿的理论研究证明了当

高校过分强调学生评教制度在教师评价中的地位时，老师更容易对学

生放水（Ｋａｎａｇａｒｅｔｎ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３）。最新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种师
生共谋的可能性（Ｂｕｔｃｈ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Ｇｏｒｒｙ，２０１７）。

目前，国内对于教学相“涨”的实证研究比较少见。本文使用国内

某研究型大学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学年度的课程分数和教学评估数据，利用该
大学在２０１５年春季学期放松优秀率控制的这一自然实验来分析学生
成绩与评教分数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放松优秀率之前优秀率没有超过

４０％的课程现在可以自由地提高学生成绩的优秀率的比例，而那些优
秀率已经超过４０％的课程应该不受这次改革的影响，可以成为上述实
验组的对照组。从描述统计来看，这两类课程在改革之前虽然在绝对

水平上有显著的差异，优秀率更高的课程的学生评教结果也更好，但是

两者的发展趋势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差异。但是在改革之后，两者之间

无论是在优秀率、课程分数和学生评教分数上的差距都缩小了，实验组

的课程在快速追赶对照组的课程。双重差分回归为这个政策改革提供

了更加精确的效果评估：优秀率的放松使得实验组课程的分数相对于

对照组课程平均提高了１０分（相当于对照组改革前课程分数的标准
差的１／４），使得实验组的评教分数相对于对照组平均提高了０５分
（相当于改革前对照组的１／１２个标准差）。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
对于那些改革后确实发生了分数膨胀的课程，学生通过学生评教分数

给予了更加慷慨的回馈，课程分数每提高１分，学生评教分数显著提高
２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学生和老师之间围绕着学生评教分数和
课程分数产生了“合作”和“共谋”。相比美国的文献，我们的研究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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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分析了这种“共谋”在不同身份的教师和不同类型的课程上的差

异。具体而言，这种“共谋”在非教授开设的课程和专业课上体现得更

为明显，这很可能是因为还未晋升教授的教师在面对学校人事晋升中

的教学数量和教学评估要求时压力更大，因此更有动机与学生形成更

加紧密的“共谋”关系。专业课上的“共谋”更加明显，很可能是因为在

专业课上学生和老师能够获得多次博弈的机会，从而建立起彼此信任

的关系，而不像全校公共课那样只有一次打交道的机会。这两个发现

更加深入细致地刻画了学生与教师围绕教与学展开的共谋。对于高等

教育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来说，应该更加全面地认识学生评教这个工

具，不要机械地把学生评教作为一个硬性指标使用在教师职称的评审

中，否则过于简单的量化指标可能会导致教师和学生采用不合理的策

略来应对。一旦这种教学相“涨”的行为经过沉淀成为高等教育场域

的一种“惯习”，那么就意味着学生评教制度将成为滋生异化教学关系

的土壤，而不是破解委托代理问题的工具，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目

标将难以实现。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文的研究结论基于一个高校的

情况，缺乏推广至我国高校整体情况的有效依据；其次，对政策改革后

的观察只持续了三个学期，缺乏较长时段的观察；再次，限于篇幅，本文

只将课程按性质加以分类，而没有按学科类型、院系等进一步划分。此

外，本文使用的是课程层次的数据，未来可以进一步使用学生个人层次

的跟踪数据来研究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希望在后续研究

中能对本文的局限进行补充，并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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